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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所两相报纳:
湖南永明县 “四大民瑶” 的生存策略❋

吴　　滔

■■■■■■■■■■■■■■■■■■■■■■■■■■■■■■■■■■■■■■■■■■■■■

　　摘　要:洪武末年,明王朝在楚粤之交的永明县南部增设桃川、枇杷二守御

千户所。卫所军屯在 “抛荒田”和 “绝户田”上进行,从而引致卫所与州县之间

犬牙交错状态的形成。部分瑶人凭藉 “垦耕守隘”的承诺,由 “生瑶”转化为

“熟瑶”,并享受到优免赋役的特权。随着明中叶卫所军事功能的弱化和军屯的废

弛,瑶人对承担屯田籽粒抑或州县赋役钱粮具体比例的选择相应发生改变。正、
嘉年间的募兵法改革,使得军队来源更加多元化,也促成瑶人脱离军事系统进入

地方行政系统进程的加快。入清以后,卫所改制、土地清丈和单设学额等新制度

的推行,深刻地影响着瑶族自我凝聚的进程,“熟瑶”群体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导

致扶灵、清溪、古调、勾蓝 “四大民瑶”的格局最终成型。
关键词:卫所　军屯　民瑶　赋役

凡是涉足瑶族史研究的学者都不得不面临同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或使用频繁出现在各种

形制的瑶人古文献中的官方告示。在广为人知的瑶族 《过山榜》(又称 《评皇券牒》)里,充斥

着大量唐宋以来的王朝年号和官文体,因此其最早被中外学界所关注。② 内中除了记有族源传说

和迁移路线等内容外,主要开列了瑶人子孙过山耕种,不纳粮当差等官颁权利,然诚如徐松石

所云:“此文显然是由许多时期之多种传说和文件集合而成,但经历世传抄,遂致讹伪日甚,不

能完全置信。……这些年号实表示着徭人的重要历史时期,而所列官职则差不多完全是他们自

封自受的。”③ 正是由于该文本的种种不确定性和雷同性,虽然目前存世的 《过山榜》不下百种,
却很少有学者能够从中提取真正有益的信息,用以复原瑶族历史的连续记忆。近年来,随着各

种瑶族文书、碑铭等的大量整理和发掘,为上述尝试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
地处湖南南部的永明县 (今江永县),是一个典型的瑶族聚居区。当地扶灵、清溪、古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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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得到中山大学重大项目培育资助计划 (项目号13WKJC0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

关项目 (项目号12JZD013)资助。在修改过程中,承蒙多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谨表谢忱!
参见白鸟芳郎:《傜人文书》,东京:讲谈社,1975年;饶宗颐:《泰国 〈傜人文书〉读后记》,乔健等

编:《瑶族研究论文集———1986年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7-45页。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130、137页。



勾蓝等平地瑶村落,① 自清中叶以来逐渐产生出一批具有相对延续性、时间跨度从明初至民国的

官方告示抄件,并流传至今。其中,以 《扶灵统纪》为代表的瑶人文书,更是不厌其烦地汇录

了各种与府县、卫所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田产赋役类的文告契券,从中我们不仅能够窥见明清时

期有司和卫所两套系统对当地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而且可以重新审视 “入籍民瑶”的生存智

慧及永明 “四大民瑶”的历史建构过程。尽管这些抄件仍不免带有被历代使用者和流传者刻意

篡改的痕迹,但如果能充分认识这些文本的性质及其使用者的动机,细致体察相关制度的实际

运作机制,并与其所涉年代相近的官方典章或地方志书相比勘,或可规避文献自设的陷阱,与

以往的卫所制度研究和南方瑶族史研究作一些必要的对话。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明代的军方档

案多秘不示人,② 使后人常纠缠于卫所与州县的关系、卫所屯田的实态等热点问题而难得共

识。③ 以卫所和州县的关系为例,既有研究多从清初卫所改制入手回视明代的情况,④ 难免有隔

靴搔痒之嫌。永明瑶人文书中所收之少量明代官方告示在一定程度上或可弥补这一缺憾。

一、桃川所的设立与 “瑶人守隘”说

永明县汉代属营浦县管辖,在隋代称 “永阳县”,唐 “武德四年 (621)移于 〔道〕州西南,
贞观八年 (634)省,天后又置,天宝元年 (742)改为永明”。⑤ 北宋 “熙宁五年 (1072),省永

明县为镇,入营道,元祐二年 (1087)复置”。⑥ 从几省几置的多舛命运里,多少可以折射出唐

宋帝国对在当地设立县治的必要性缺乏一贯性的认识。自南宋末年始,永明县更是一度陷入长

达百余年时断时续的动乱中。咸淳八年 (1272),盘踞贺州的 “广西寇”秦孟四流窜至此,攻陷

永明县城,杀死知县,时任荆湖南路提举使的文天祥费力将之平定。他对这次动乱有较详细记

录:
秦孟四者,累据山前,探报其狡兔之窟,称在贺州管下,地名下界,然实无一定可攻

之巢穴,亦无一定可击之队伍……兵来则贼散,兵去则贼聚,见吾强则避之,知吾弱则乘

之。方官军之始至也,整龊精明,部分齐一,问寇则失之矣,无可踪迹者,而秦之党或为

平民买卖于军市之间,甚者秦孟四亦在焉。及淹旬月之后,我军气竭意衰,阑珊零落,寇

则忽以百十辈突出草莽,以掩我军。⑦

秦孟四在广西路和湖南路交界地的贺、昭、道等州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令官军无所适从,
甚至不知道秦的老巢 “下界”之所在,情急之下,他们将紧邻的永明南部山区亦视作清剿目标,
遂有 “扶灵源打寨之举”,结果仍不免 “枉费辛苦一番,可谓失本旨”。⑧ 这是存世文献中首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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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四个瑶族村落在清同治年间的一块碑刻中被正式称作 “四大民猺”,延续至今。
顾诚:《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相关研究可参见王毓铨: 《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于志嘉: 《卫所、军 户与军役

———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邓庆平: 《卫所与州县———明

清时期蔚州基层行政体系的变迁》,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2分,2009年

6月。
顾诚:《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邓庆平:《卫所与州县———明

清时期蔚州基层行政体系的变迁》。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9 《江南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13页。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58 《荆湖南路·道州》,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88页。
文天祥:《提刑节制司与安抚司平寇循环历》,《文山先生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295页。
文天祥:《十一月十八日循环牒》,《文山先生全集》,第302页。



现 “扶灵源”,也多少揭示出南宋政权对湖南永明与广西富川间的广大地区仍缺乏准确了解。
有迹象表明,元廷曾试图采取招抚之策,对这一地区加以管制,泰定三年 (1326)五月庚

午,“乞住诏谕永明五洞蛮来降”,十一月乙卯 “扶灵、青溪、栎头等源蛮为寇,湖南道宣慰司遣

使谕降之”。① 但到了至正初,“县中猺峒屡窃发,为民害”,十二年 (1352)壬辰 “土贼邓四抅

乱,畔服不常”。② 直至明洪武二年 (1369),邓四之乱才由县丞彭德谦平息。后经彭德谦及梅叔

度等地方官的不懈努力,③ 元明鼎革之际,历经磨难的永明县得以恢复元气。
然而,明王朝始终对新征服的区域放心不下,为了守备地方、防止叛乱再次发生,先于洪

武初年设立了永州卫,④ 洪武二十六年,“道州永明县蛮人作乱……杀兵民,焚庐舍,永州卫百

户李实战死。事闻,命永州卫指挥使许仁等率兵剿捕,寻讨平之”。⑤ 事实证明,只靠永州一卫,
“守御兵少,不能制敌”,有鉴于此,二十八年,政府对永州府的军事部署作了一次较大调整,
改道州守御千户所为宁远卫。⑥ 二十九年,增设枇杷守御千户所、桃川守御千户所、守镇宁远县

千户所、守镇江华千户所、守镇锦田千户所,隶宁远卫。⑦ 自此,单永州府一地,就拥有两个卫

级建置:永州卫和宁远卫。其中,桃川所和枇杷所皆位于永明县南部,成为帝国经略南岭,控

制薄弱区的前哨。
桃川守御千户所城,在永明县西南四十里,⑧ 紧靠 “扶灵”等源,再往南则与广西富川县和

恭城县接境。这一带 “其山重冈复,峤连跨数州,翳林深密,荟蔚延衮,山猺木客,聚族其

间”。⑨ 不过,文天祥笔下的这群人到底是不是正式的编户齐民,则不得而知。明初,卫所军队

进入桃川,不光有守御任务,还要在当地及邻近地区组织军士进行屯种。王毓铨将明代拨给屯

军土地的主要来源归纳为 “抛荒田”、“绝户田”、 “空闲田”等类,另外还有从少数民族那里掠

夺来的 “夷田”。◈10 桃川所屯田的具体构成已漫不可考,邻近的富川守御千户所,曾先后于永乐

二年 (1404)和正统十三年 (1448),将县内 “被贼杀绝抛荒膏腴民田”260余顷,“拨给军余领

种”。◈11 可见该所军屯田似以 “抛荒田”和 “绝户田”为主,桃川所的屯田可能与此相类,恐怕

有相当比例也是从永明县绝抛荒田而来。至于原有田土哪些属于拨给卫所的 “抛荒田”或者

“绝户田”,在永明县和桃川所之间似乎并不容易形成共同的标准。
明初永明县在桃川所附近曾设白象巡检司,据隆庆 《永州府志》记载: “洪武间,徭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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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卷30 《本纪第三十·泰定帝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70、675页。
道光 《永明县志》卷9 《兵防志·靖寇》,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第6页。
康熙四十八年 《永明县志》卷4 《名宦》, 《故宫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

156册,第442、443页。
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65 《永州府》,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1008页。
《明太祖实录》卷229, “洪武二十六年秋七月己酉”条,台北: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962年,第8册,第3354页。
《明太祖实录》卷243,“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己巳”条,第3529页。
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65 《永州府》,第1008页。
弘治 《永州府志》卷1 《城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

64册,第46页。
文天祥:《提刑节制司与安抚司平寇循环历》,《文山先生全集》,第295页。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第84、92页。
乾隆 《富川县志》卷7 《兵防》,《故宫珍本丛刊》,第202册,第76页。



耗,奏置 〔白象〕廵检司”,① 该司恰好嵌于桃川所城与扶灵源之间,远离永明县治。之所以设

在此处,可能与创立桃川所的背景相类,更多是出于治安防卫目的,但作为永明县的派驻机构,
其维持治安所对应的空间毫无疑问是永明县的地盘,而不是桃川所的地盘,甚至不排除白象司

之设是永明县为了保证本县利益不过分遭受桃川所侵损所做的考量。在白象巡检司偏西不远的

锦堂村有一块正德十年 (1515)《重建福田寺碑记》,上载:
以楚之永明义阳里锦堂仙桃坊而论之,地虽军州纷扰,山源幽僻,亦有福田古寺,荒

毁于洪武、永乐间,僧徒散乱,居民为之太息。②

从碑文中可见,锦堂村属于永明县义阳里,应是附近白象巡检司的直接保卫对象。更重要的是,
洪武、永乐之际正值桃川所甫设立,透过福田寺的荒毁及当地受 “军州纷扰”等信息,似可推

断当时桃川所和永明县之间并没有和平相处,甚或为了争夺田土的归属发生过剧烈冲突。由此,
后世卫所与州县田土呈犬牙交错的格局恐怕在此时就已奠定。

至于桃川所屯田数额之多寡,明初的数据已难得其详。嘉隆之际,该所有 “田一百五十顷

八十六亩七分”,③ 《万历会计录》中则为 “壹百? 拾顷陆拾壹亩叁分壹厘零”,④ 均不是原额。
据隆庆 《永州府志》载,宁远卫与枇杷等所原额屯田518顷,嘉靖末, “军多故绝,田渐湮没,
其在册者止一百五十顷,多被民间侵占”。⑤ 按此比例,桃川所的失额屯田也不在少数。永乐二

年,确定各地卫所的屯守比率:“天下卫所屯田守城军士,视其地之夷险要僻,以量人之屯守为

多寡。临边而险要者,则守多于屯,在内而夷僻者则屯多于守,地虽险要而运输难至者,屯亦

多于守。”⑥ 永州、宁远二卫及下属诸所均属内地卫所,屯多于守,一般是 “守二屯八”或 “守
三屯七”,屯田原额应较嘉万时期为多。与此相适应,桃川所除常设的千百户等官外,明初另置

“桃川仓大使一员,副使一员”,⑦ 专门收纳本所的屯田籽粒。
那么,瑶人文书中又是如何记录明初桃川所屯田情况的呢? 《扶灵统纪》中称: “洪武二十

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设立桃川所,召留一千八百八十名军,概占民猺田五百八十一顷。”⑧ 依据

隆庆 《永州府志》,桃川所 “额军一千一百二十人”,⑨ 《扶灵统纪》的数字显然有些偏大,以此

类推,所占民瑶田恐怕也是一个有水份的数字。现存抄本 《扶灵统纪》由首德胜初辑,何可训

续辑。二人分别为乾隆与道光时代的瑶长。乾隆十九年 (1754),永明知县周泽奉上命查各瑶苗

裔编造来历册,首得胜将扶灵瑶的 “沿革原由”汇集上报,成为该书的最初雏形。◈10 扉页又题有

“大清道光廿一年岁次辛丑……庐江何可训照旧纂辑”。然而,虽号称 “照旧纂辑”,书中还抄录

了少许光绪年间的内容,可见绝非初撰时的模样。姑且不论经过历代传抄渐失原貌,即便从首

得胜算起,所记前朝史事也很难游离于诸多 “现实”诉求之外。该书 《凡例》中有言 “原本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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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 《永州府志》卷8 《创设志上·巡检司》,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

本,史部第201册,第635页。
此碑今存湖南江永县桃川镇锦堂村福田寺废址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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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系前猺长首德胜公纂辑,赴县呈验”,为了在呈验中博得更多好处,就不得不在明代官方告示

上做文章,于是直接导致书中充满错乱、窜改乃至造伪等情况,欲加以利用,就得依靠明代其

他史料严格筛选。相比之下,《扶灵统纪》中的清代文告,因有与同时代府县档案不能矛盾的顾

虑,可靠性或毋需置疑。成书于乾隆年间的 《乾隆伍拾贰年岁次丁未四月田太运描录族谱》,在

文献性质上与 《扶灵统纪》相类,亦可依此例加以处理。
如果说瑶人文书中关于明初桃川所的记述仅仅是与事实略有出入的话,那么,其对瑶人早

期历史的追溯则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其中,最典型的是 “瑶人守隘”说。据 《扶灵统纪·给

凭》:“洪武九年 (1376)四月初十日,奉蒙张丁爷召安下山,给赏红袍玳瑁与猺把守,奉蒙钦

差户部侍郎曹踏拨边山五里,俵猺陆续开垦成熟。”① 在各种汉人文献或职官年表中,均不见张

丁爷及其身份,曹侍郎也为子虚乌有,即便抛开这些难以落实的人名信息,洪武九年离桃川所

的设立尚差20年左右,卫所制度在当地正式推行之前,瑶人到底替谁守隘,令人生疑。这段话

的实际意图,恐怕更应落实在 “踏拨边山五里,俵猺陆续开垦成熟”上。将户籍信息和田粮赋

役责任尽量追溯到洪武初年,乃是明清时期人们经常采取的生存策略之一。一旦这些信息被官

方认可,即可直接为相关的利益争夺提供最有利的证据。既然如此,洪武初年 “守隘”说法的

出炉,并不是件意外的事。
实际上,“瑶人守隘”的说法,也并非迟至清朝才出现,早在明代就有这样的提法。在一块

古调村的残碑上,依稀可见 “猺祖洪初奏拨边山荒耗田地,垦耕把隘”等字样。此碑的镌刻年

代虽已严重毁坏,但现存碑文大多可以辨识。碑中年号 “永乐二年、成化八年、加 〔嘉〕靖年

间”,均不出有明一朝,且数次提及 “加派辽饷”、 “州县佐领、卫所屯哨”、 “〔万历〕九年

(1581)清丈”等片段信息来看,当为万历末至崇祯间所刻。② 万历 《富川县志》中记有 “国初

土旷,居民猺代耕”之句,③ 虽未直接提及守隘,但瑶人参与 “垦耕”则是可以确定的。另据广

西恭城县西岭乡 《猺目万历二年石碑古记》载:
申告恳赏给照七姓良猺赵中金、邓金通、赵进珠、邓音、郑元安、盘金章。七姓猺目

乃系广 〔东〕德庆 (洲)〔州〕、肇庆府铁莲山、 (风) 〔封〕川县入广西恭城县到平源。雷

伍子反,所有招主黄囗囗 〔措逼〕、黄明、李富山闻知广东有好良猺,即行招 (德) 〔得〕。
大朝兵马之因洪武下山,景 (太)〔泰〕元年润三月初三日进平源,剿杀强首雷通天、李通

地,贼首退散,给赏良猺把 (手)〔守〕山隘口,开垦山场,安居乐土,恳给立至,守把隘

口。又到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十一日,被东乡贼脚越过阴家洞,抢得万 (名)〔民〕不安。本

县提调猺 (名)〔民〕邓贵明、郑海成、赵进旺通囗带猺丁拿得生工七名,李长同解本县,
赏给白银五十两,给猺目回源守真山源隘口地方。④

此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瑶人守隘事例之确立绝非一蹴而就,与之对应的事件是,瑶人在历

次叛乱后陆续下山归附官府,入瑶籍成为 “良瑶”。易言之,所谓瑶人守隘绝不只是单一的时间

节点,而是对应着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指望 “良瑶”及其后代用王朝纪年来准确地定位其历

史记忆,本身就有些吹毛求疵。无论怎样,“瑶人守隘”的故事在明中后期楚粤交界的瑶人聚居

区已流传甚广。在广东乳源县牛婆峒发现的崇祯十六年 (1643)的 《察院甦瑶碑》中也记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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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灵统纪》,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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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类似故事:“瑶等祖李本琛,原籍肇庆,于弘治年间奉部院易调乳源,把守连阳、英德、清远

交界隘口……籍凿糊口,不食钱粮,屡奉府县严拨守瑶示,得遇猖獗获功,历代无异,蠲免杂

税。”① 这里着重强调的是瑶人守隘所应享有的特殊权利———蠲免杂税,《扶灵统纪》将这项权利

称作 “纳粮不差”。另据万历 《富川县志·灾祥》记载,自景泰元年 (1459)至嘉靖三十六年

(1557),富川县先后招抚了奉溪源、外八源、内八源等地的瑶人入籍,到万历朝,全县 “三十

源曰瑶者,轮赋而不当差即其后也”。② 由此可见,招抚、守隘和免役已成为永明及周边地区

“民瑶”或 “熟瑶”用来表述其与官方关系最重要的三个关键词。虽然自洪武末年设立卫所到明

中后期每一次的官方招抚,都极有可能直接转化为 “瑶人守隘”说成立的关键时间节点,但如

果前朝没有 “因功免役”的制度先例,即便再完美的 “守隘”文本构建也缺乏任何实际意义。
瑶人因功 “免徭役”之例早在隋唐时期就已见记载,但惟限于长沙一地,③ 至北宋庆历年

间,楚粤交界地带的瑶人仍不仅不服徭役,甚至连赋税也不缴纳:“蛮猺者,居山谷间,其山自

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猺

人”。④ 这些瑶人大都没有入籍,直到南宋以后才开始陆续被官方招募,成为听调纳粮的 “熟
户”。嘉定间,辰、沅、靖等州的山瑶、峒丁等被征作弓弩手 (或称瑶兵),由官府计口给田许

其耕种。他们一方面要承担防守安边之责,另一方面也享有纳粮免差的权利。⑤ 这种模式为后世

所效法,隆庆 《永州府志》直接将本府与瑶人打交道的传统追溯到了宋代:“今之所谓良猺,禀

听官府号令,即宋之所谓熟户近猺也。其田有税而无役,即宋之丁米而无他科也。其耕民田者,
富民役属之,有盗贼亦可用以御之,即宋之任其耕种生界,有警而极力为卫也。”⑥ 以上种种,
既增添了明初实施 “瑶人守隘”的可能性,也给明中叶以后 “瑶人守隘说”的不断完善提供了

丰厚的土壤,古调村残碑上的相关记述即可置于这一背景下进行理解。进言之,虽然那些与官

府有着紧密联系的瑶人,各地称谓不一,有称熟瑶、良瑶、民瑶,或称平地瑶、听招瑶、听调

瑶等,⑦ 但终难免将 “招抚 (或入籍)、守隘和免役”之类的叙述套路安在自己身上。
桃川所正式设立伊始,由于军事系统的介入,生活在所城附近的瑶人都不得不面对全新的

权力格局,但归根结底,不外乎合作和逃离两条道路。由于各类流传下来的历史文本几乎将逃

离者的微弱声音遮蔽掉,故只剩下合作者的单一腔调。康熙四十八年 (1709)《永明县志》专门

交代,在清初桃川所应纳的屯田折银籽粒中, “内除招安黑、白二猺屯饷银一十二两八钱七分,
以作奖赏花红”;⑧ 道光 《永州府志》亦称:“阖府故卫所屯田……又免征永明桃川所招安黑、白

二猺下山向化籽粒粮石,以作奖赏。”⑨ 由此看来,的确有黑、白二支瑶人曾在明代被桃川所招

安,并获得了该所的长期优待。至于他们受招安入籍的时间是否在桃川所成立之初,则不得而

知。或许卫所将官为了军事上的目的与瑶民首领达成了某些口头承诺,成为 “瑶人守隘”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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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依据,尽管这些 “口头”许诺往往是无 “文字”凭据的,但无论怎样,这种模糊的历史记忆

恰好为后人建构其早期履历留下了巨大空间。 《扶灵统纪》特意强调: “一屯支招安黑白二猺屯

饷银一十二两八钱七分,以作赏猺奖猺花红”。①经过类似努力,清代永明县扶灵、古调、清溪、
勾蓝等地的 “民瑶”顺理成章地成为奖赏花红的合法继承者。可见,尽管在卫所制度渐渐销声

匿迹的时代,其余绪还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二、县所两相上纳

在永明县的瑶人文书中,“永乐二年”是一个标志性时间。 《扶灵统纪》中称: “永乐二年,

董顺千户带猺人石午碑赴京,报立猺籍,纳粮不差。”② 清溪 《田氏族谱》则记道: “永乐二年,
钦差户部侍郎曹案临到所,踏拨边山五里荒芜田土,任猺开垦成田,遍给各户。”③ 不仅如此,
二书还收录了同样一份标注为 “永乐二年”的公文印照。兹将 《扶灵统纪》中所收印照抄录如

下:
县详两广承宣布政使司左参政姚扎付户部广字应印湖广道承宣布政使司永州府道州准

奉礼部准经历司呈抄奉蒙钦差户部侍郎曹案内验一件抚妥安边事。即行宁远卫,转行桃川

所,着落当该官吏即将拨过绝民田土俵各猺,抚化猺民开垦养膳,把隘汗劳,勿令生变,
仍将拨过洞名顷亩数目,一样五本缴来,以凭施行。奉此前事,为此合行天下。文书到日,
速照帖内事理,即委官一员前去原招四源,唤集石午碑、唐喜孙、蒋佛佑、周宗顺等,将

边山田土拨定领种,仍将拨过洞名顷亩数目,委官不违,依准并原领状一样五本,速速呈

来,以凭通缴施行。奉此前事,拟合就行。今照本所千户掌职,无官可委,可委百户黎太

春,文书到日,不妨职事,即便前去扶灵、清溪、古调、富凌等源,唤集唐喜孙、石午碑、
蒋佛佑、周宗顺、何宗保等,将边山各洞土名四至拨与各源耕种,除将拨过是何洞名,取

具各猺领种给状,一样六本,以凭缴报施行,毋得违错,须至给者。
右给唐喜孙准此

永乐二年十一月初八日给

此印照存唐兴耀家④

乾隆 《田氏族谱》的基本内容及结构与 《扶灵统纪》别无二致。但在两处细节上,二者的

差别却值得玩味:一处为公文题头,《田氏族谱》作 “湖广道承宣布政使司永州府道州准奏通村

众礼付准经历司呈奉抄蒙钦差户部侍郎曹按验内一件抚民安边事”,删减了 “县详两广承宣布政

使司左参政姚扎付户部广字应印”等字,增加了 “通村众”四字,且将 “礼部”错抄作 “礼
付”;另一处则是将人名顺序作了调换,抄作 “蒋佛佑、石午婢、周宗顺、何细徕、何遵等”,
不仅不见 “唐喜孙”,而且改以清溪瑶人 “蒋佛佑”为始。⑤ 目前暂无直接证据表明二者孰先孰

后,但仅从形式上判断,相对规整的 《扶灵统纪》无疑更合明代官文的格式和传送程序,且注

明了收藏地点,似乎更具可信度。不过,唐兴耀家所藏印照到底是抄件还是原件,已无从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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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有资料表明,官文印照原件的长期保存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万历三十一年扶灵瑶人莫平邦

向知县吴一新报告:原有贴照 “万历十二年被贼行劫,烧讫帖文,钱粮混纳不甘”,恳请知县酌

情另外赏贴。① 如果永乐二年印照保存完好,莫平邦绝不可能如此心急。由此可见,以上印照之

真伪的确值得推敲。
退一步说,即使该照的主旨内容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可对照两份抄件,人名可根据现实需

要随意排列,则直接显示了每一次文件抄录过程中人为加工的痕迹。况且,印照中并没有直接

提及户部侍郎曾亲临到桃川所进行踏勘一事,后人或许不察公文上传下达之途径,于是将 “猺
人赴京立瑶籍”和 “侍郎临所踏拨”两种稍自相矛盾的说法并存,以解释公文中的信息沟通问

题。然而,无论如何,这一时期与瑶人直接打交道的大都是千户、百户之类的卫所官员,更重

要的是,不仅印照下达的最终层级没有出卫所系统,在其他场合也基本未见州县官佐的踪迹。
根据顾诚的研究,卫所管辖区内的居民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除了军户,也有民户,且少数民

族安置在内地卫所的现象绝非罕见。② 故可推测,瑶人先在桃川所而不是永明县直接入籍,这与

有明一代的相关制度并不相悖。
在清溪村的另一部家谱 《田蒋合谱》里,直接交代了印照的去向: “吾祖自以大明永乐二

年,蒙户部侍郎曹踏拨田园山岭界限,柄据册籍,一概给付猺民收贮存焉,名曰下山大帖。此

帖于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岁,与古调上周并众姓争讼,带往永州府,田念贞与蒋安宙丢了府房。”③

此贴号称被丢失以后,其与现存瑶人文书间的传承关系,就难以明晰。
如果我们暂时将印照的真伪问题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人为痕迹存而不论,永乐二年对于当地

人的意义何在? 这或许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如前所述,该年永乐帝颁下屯令,正式确定了

各地卫所的屯守比率,使全国的军屯得以全面推展。于志嘉发现,明代江西军屯虽肇始于洪武,
至永乐而大备,其中永乐二年是最关键的时间节点。④ 湖广的情况也大抵如是。无怪乎 “永乐二

年”在瑶人文献中显得如此醒目。据清溪 《田氏族谱》透露:桃川所 “千百户送永乐皇帝登基

有功,挟势强占徭田”,⑤ 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屯军强占 “夷田”的图景。尽管存在时间序列上的

些许错乱,还是可以隐约觉察到洪永之际,卫所与部分瑶人间曾经达成过某些协议的历史记忆。
反映在古调村明代残碑上的 “瑶人守隘”之事出现在此时并非不可能。《扶灵统纪》中所收清顺

治年间的一份瑶人禀状,详细勾画了明初屯军和瑶人各自的居住空间:“蚁等前朝洪武十一年向

化招抚,设立三屯四隘,三屯名比村、刘村、葵家,屯军居住;四隘马涧白竹、董岭、梅母、
毛东,猺人居堵,屡御苗贼。”“三屯四隘”的划分,固然纠缠着清初扶灵瑶人的诸多现实利益,
但在隘口之外专门标注屯田所在,在 《扶灵统纪》中却比较罕见。除了这一处,另一处在该书

的 《地界》部分:“东界抵富川塘湾村背岭,土名白竹隘……八羊冈内,洪武二十九年设立有羊

头营、刘村屯。”⑥ 两处同样提及刘村屯,后者甚至明确交代该屯位于扶灵源东界附近的八羊冈

内,多少给明初桃川所屯田的具体实施情况增加了些实质性的内容。
乾隆 《田氏族谱》对于同样事情的记述,则更偏重厘清其赋税责任: “永乐二年……曹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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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永州府道州永明县正堂吴恳天赏帖遵照事》,《扶灵统纪》,第29页。
顾诚:《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按:此谱无封皮,内容主要涉及田、蒋二姓 “同根共本”之源流,姑将之称为清溪 《田蒋合谱》。蒋亨

先抄录:《述传祖语》,清溪 《田蒋合谱》,清抄本,第23页。
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第75页。
乾隆 《田氏族谱》,第2页。
《扶灵统纪》,第34、9页。



临踏民猺官军一十洞人,(拨)〔播〕种成熟。本县报粮一十九亩五分,所籽粒每源乙①十三石。
源祖凑拨栎头源,窎远不便把守,另招源,占粮二十五石,许徭纳粮差。徭户居住把守,分籽

粒粮九石,旧管新开,每源占粮二十五石。”② 前半部内容与永乐二年印照基本一致,令人感兴

趣的是后半部分,文字上似乎前后逻辑矛盾。经与清代各版本永明县志中的 《田赋志》相比勘,

笔者初步推测,“本县报粮一十九亩五分,所籽粒每源乙十三石”讲的是一件事, “源祖凑拨栎

头源,窎远不便把守,另招源占粮二十五石,许徭纳粮差”讲的则是另一件事。
前一件是说包括清溪瑶在内的永明县诸熟瑶所耕种的田土被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

按照税亩标准登记在永明县田赋项下,另一部分以籽粒粮的形式属于卫所的屯田籽粒,这种

“双重结构”在明初卫所设立后就应已有萌芽,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后,直到明中后期

才最终定型 (详后文)。后一件事是说,清溪田氏原本并不居住在清溪,而是在栎头源把守,后

来嫌条件艰苦,就迁移到清溪源,借着把隘口的名义,占种耕地,缴纳粮差,籽粒粮由 “九石”
(或 “乙十三石”)增加至 “二十五石”,相应地,所垦占的田土也翻了不止一番。类似的故事

不只发生在清溪,道光二十九年 (1849)的一块 《正堂示谕碑》也记载了勾蓝瑶从埠陵 (即富

凌)迁来的故事:
溯余兰溪大迳,僻处邑之西南隅,穷谷深山,水浅土薄,盖因宋末避寇难而侨居焉。

元季,各姓先后来此,遂烟火稠密,原系民籍。明洪武二十九年,因埠陵徭离隘三十余里,
不便把守。奉上以斯地易之,号勾蓝,以守边粤石盘、斑鸠两隘。③

这两个故事透露出明清时期,永明县南境在卫所和州县双重体系介入下的开发次第,及某些潜

在的利益争夺,并可对与 “瑶人守隘”的相关传说与事实及其复杂性有更深刻和充分的认识。
明代卫所军户实行远离故土的异地安插,由于各种原因,永乐以后,逃死者渐多,各地屯

田也因而废弛。为此,自宣德、正统以后政府的第一项努力,就是促使军丁在卫所生根。其中

一项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向各地派清军御史,继补军役。后受到考绩、军政系统和民政系统脱节

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得到实效。④ 成化三年 (1467)户科给事中刘昊曾以湖广为例,上题本专门

讨论当时清勾不力:
在外各处都司所辖卫分军士,十空五六。……以臣湖广一都司言之,先年全伍之将军

士不下二十万,近年以来日减其数,不上十万。……湖广如此,岂料别处亦然。……各处

清军御史已专,清军官员亦备。其缺乏之由,臣亦不知因何自失。……臣先任兵科之时,
曾知兵部于景泰七年发册清勾各处逃故等项旗军,其数有五十七万六千余名。至天顺二年

止清三万壹千五名解卫,余五十四万五千不见下落。⑤

桃川守御千户所隶属于湖广都司,情况恐亦如刘昊所言,不容乐观。况且,自明初起,为

解决广西兵员不足,曾 “调枇杷、郴桂、桃川、宁远五卫所官军七百员名,备御柳城、武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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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段文字中 “乙”通 “一”。
乾隆 《田氏族谱》,第2页。
此碑今存湖南江永县兰溪瑶族乡黄家村菜园。
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第79、98、100、107页;张金奎: 《明代

卫所军户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348—358页。
《禁约清军官员不许容令惯熟百姓投写文册徇私作弊例》,《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7 《兵部类·从征守御

官军逃》,《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册,第63-65页。



方”,进行常年轮戍。① 每隔数年就有大批军士外调轮戍,难免会间接影响到桃川所原来的屯守

格局。因为五卫所军士皆不愿远戍广西,多以逃避轮班为急,“旧班者守过一年,新班不到,致

使旧班陆续逃回,其不逃者又皆疲惫,不堪调用”,② 随之可供轮戍的兵力愈发不够,就自然会

征发屯军来补充,如此以往,恶性循环,屯务岂能不坏。
《扶灵统纪》和清溪 《田氏族谱》均有一条材料: “成化八年,添军补所,所欺猺,猺人飞

摘告上,上给回贰百余石。”③ 表面是说该年桃川所不知何故补充了大量军士,因此严重影响了

瑶人的利益,经告状,瑶人讨回了二百余石的耕地。然仔细阅读,其背后隐藏的信息或可从以

下两方面理解:一透露出之前卫所军士曾大量减员,军屯事务遭到毁坏,“添军补所”不过是由

桃川所收复原本属于自己的屯地;二则隐含着瑶人曾借着士兵逃亡、军屯难继,将大量屯田占

为己有。
至于为何是成化八年,在 《皇明条法事类纂》中可以发现蛛丝马迹:

成化二十三年……行移各处巡抚、巡按官督同按察司、管屯佥事等官,从公踏勘,要

见每卫所设屯军若干名,屯田若干顷亩,屯种谷干谷数,逐一清查明白。
弘治元年……通行浙江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巡抚、巡按,督同分守并管屯等官,沿丘

履亩,逐一清查……使军各有地土、各有粮,屯田不失原额,屯军不致失所。
弘治三年,……督委三司、府州县能干佐贰官各一员,并屯田佥事等官分头遍历各该

卫所屯田,逐一清查丈量明白,分豁旧管新收实在顷亩花名、屯田子粒数目,备细造册。④

结合上文成化三年刘昊的题本,成弘年间的确曾多次对全国卫所的屯地做过较细致的清查。虽

然成化二十三年、弘治元年 (1488)、三年等均晚于成化八年,但若从明宣德正统以后卫所制度

演进的一般轨迹着眼,《扶灵统纪》和清溪 《田氏族谱》所记或有其合理性。成化、弘治作为清

查卫所屯粮的关键时期之一,期间在全国范围内重点清理局部个别卫所的军舍屯务并非没有可

能。古调村的明代残碑上开篇即曰:“永乐二年、成化八载,县所两相报纳,蒙念功劳,纳粮不

差”,⑤ 不仅重点强调了此年份对于瑶人的重大意义,也从一个层面印证了围绕成化八年的一系

列说法至少在明末以前就已出现。
前引清溪 《田氏族谱》中 “本县报粮一十九亩五分,所籽粒每源乙十三石”,已含 “县所两

相报纳”之意,也就是说瑶人在卫所和州县两个系统中均承担有赋税责任。至于具体如何体现

“两相报纳”,《扶灵统纪》记道:
成化八年,石师贤报籽粒猺粮五十二石,四猺均分。石师贤扶灵猺占粮贰十石,均分

六户;刘三七占粮叁石,栎头源邓公胜占粮壹十贰石;清溪、古调、富凌共占粮米壹十七

石。逐年了纳。又恐里书作弊,各籍各册,不紊里递。上念边猺议作蕃篱,造入永明全书

之内,逐年了纳国课。每年小赏猺人把隘汗劳花红牛酒银四两,三年劳赏花红牛酒银一十

二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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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 《广西通志》卷31 《兵防五·官兵士兵廵司民壮打手》,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1册,
“史部·地理类”,第388页。
嘉靖 《广西通志》卷31 《兵防五·官兵士兵廵司民壮打手》,第390页。
《扶灵统纪》,第30页;乾隆 《田氏族谱》,第15页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3 《户部类? 屯田》,卷11 《吏部类? 官文书稽程》,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4册,第565—566、481页。
此碑今存湖南江永县粗石江镇古调村古调小学内。
《扶灵统纪》,第30页。



与永乐二年印照只提 “扶灵、清溪、古调、富凌等源”不同,此文本还有刘三七和栎头源邓公

胜的名字,二人也加入了52石瑶粮的分配。清中叶以后被称作 “四大民瑶”的扶灵、清溪、古

调、富凌 (即勾蓝)具有相当的排他性,刘、邓二位能在 “四瑶均分”体系中分得一杯羹,可

能意味着这一说法更具原始性,至少出现在 “四大民瑶”说深入人心前。从表面上看,石师贤

所报瑶粮统称籽粒瑶粮,似乎更符合卫所屯田体制的计量习惯,然而,“各籍各册”四字才暗藏

“玄机”,它意味着军、民两套体制在赋税管理上的分野:造入永明赋役全书的部分属于州县系

统,花红牛酒银则属于卫所系统,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交代得相当明晰。
无论 “添军补所”是否属实,明王朝还是没能挽回卫所制度的颓局。至嘉隆之际,“桃川守

御千户所,原设千百户十七员,见存一十员,额军一千一百二十人,逃绝一千三十人,实在一

百二十七人”。① 失额将近九成,更何从谈论屯政? 加上屯田与民产相杂,屯官照管不易。诚如

陈仁锡所云:“楚之卫所七十有奇,屯以石计,至三十九万五千有奇,而卫卒单弱,莫楚为甚,
屯归乌有。”② 可以想见,瑶人在制度的缝隙中亦可分得部分利益。乾隆 《富川县志》追溯前朝

事例时云:“其溪井坝塘筒车等处,所有民余屯兵猺獞田不一,或同源异派,或同洞相杂,为例

日久”,深刻揭示出时兵、民、瑶、僮等混住杂居的复杂面相。③

正、嘉以后,随着募兵制抬头,军队来源逐渐多样化,政府对于清勾军士和整理屯政的关

心程度,较明前中期降低许多,清军工作在庞大军政中所处地位越来越微不足道,到了万历年

间,清军御史终被废止。④ 在这一背景下,正德嘉靖间,永州、宁远二卫大量设置营堡, “分拨

永州卫军人,于要害哨守,又召募民间壮丁,谓之杀手,错杂军中,建立营房”,⑤ 形成了 “卫
所森布,屯戌络绎,营堡错峙”的复杂格局。永明县共设营十六,其中教场靖西等6营属永明

县,石磥、镇峡关、土寨等10营属桃川所,各营分配旗军若干名,杀手若干名。其中,桃川所

属营堡由永州、宁远二卫分拨指挥、千百户等进行统辖。明代永州一带的 “杀手”并不来自本

地,多从广东阳山雇募,其 “工食俱出永、宁二卫所屯粮征银及各州县扣除放役民壮银支给,
每人每年银七两二钱者不支口粮,四两五两者月支口粮四斗五升,以补其数,各于该州县仓关

支”。⑥ 随着营堡制的渐次推行和 “杀手”数量的日益增多,卫所和州县两大系统间的关系更加

纠缠不清。不仅永明县属营的杀手,就连桃川所属营的杀手们也要去县仓领受口粮,历来专属

于州县系统的民壮银被广泛使用于新的军事防卫领域中。宣德正统以后,原本由卫所独立管理

的军仓陆续转交州县政府管辖,⑦ 这使永明县属营的杀手也能在制度上从永明县代管的军仓中分

得一杯羹。
更有趣的是,至隆庆间,永州知府史朝富惊奇地发现 “杀手工食扣诸民壮,而民壮实取诸

猺户”,以致 “民壮有扣减之名,而无扣减之实,猺户无加赋之名,而有加赋之实”。将民壮工

食银强加诸瑶户身上,或许出于该群体的集体弱势,但更可能的原因在于,既然瑶户陆续占耕

·47·

历　史　研　究 2014年第5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隆庆 《永州府志》卷11 《兵戎志·武职》,第692页。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30 《屯政·纪楚屯》, 《中国史学丛书》8,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影印

本,第878页。
乾隆 《富川县志》卷1 《舆地·水利》,第33页。
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第107-108页;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第356页。
康熙 《永州府志》卷14 《武备志·防守》,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年影印本,第376页。
隆庆 《永州府志》卷11 《兵戎志·防守》,第690、693、692页。
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第118—122,174页。



了不少原本属于卫所的屯田,州县考虑将具有军政用途的民壮银负担转嫁充顶到瑶人身上,亦

可谓合情合理。实际上,为解决卫所军屯大量荒废的困局,永州府曾不断地降低承垦卫所屯田

的准入门槛:“各处屯额,既丈出余田,自可募人领种,所入子粒,自可尽供兵食”,① 这就给瑶

人和其他民户介入军屯打开了方便之门。
隆庆二年 (1568),永州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清查屯田活动,由知事官吴?? 主持,在账面上

可谓成绩卓著,先后 “清出屯田一千五百余分”。② 这些田绝大多数均在永明县境内,吴?? 本欲

“召取余丁佃种,承顶正军”,无奈 “枇杷等所余丁甚少,且地方风气不同,不无安土重迁,至

今尚未尽佃,令无行”。面临无人垦种的窘境,吴?? 甚至动议将这些屯田 “拨给杀手之有家室

者,令其佃种,免纳子粒,以抵工食”。③ 以上举措,强烈地显示出明中叶永明地区卫所屯田缺

少 “合法耕者”的惨淡局面,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瑶人文书中的某些叙事片段具有一定可信度。
在永明县及桃川所十六属营中,靖西、土寨二营分别位于清溪和古调二村。隆庆 《永州府

志》对二营的记述,应该是明代官方文献首次正视其存在:
靖西,在永川乡清溪猺村,正徳十三年建。
土寨,在永川乡古凋猺口,嘉靖二十七年建。④

将清溪称作 “瑶村”,古调称作 “瑶口”,可见二村在明中叶已被明确贴上瑶人聚居区的标

签。万历九年,永州、宁远二卫再次奉文清丈田土,针对以往 “户籍不明,屯田侵隐”,改以每

军占种五十一亩八分为定额,“多者摊之,不足者补之”。至万历十七年,湖南分守道马鸣銮委

推官林汝诏改正鱼鳞册,造归户册, “每军给由票一张,上载土名田数”,以备详察。据云,此

法实施效果甚佳:“军无不均之叹,粮无窃月之弊,其制详且善矣。”⑤ 对于瑶人来说,卫所军屯

管理制度的加强则意味着其生存空间被压缩。在万历朝,他们的日子有时并不好过,在一份标

注为万历四十年的批示中,扶灵和清溪的瑶人抱怨:“今遭虎军异猺旧额,将把要隘疆界田地至

内,上遭凶恶越界过占,下被豪民大户争夺”,⑥ 显然是直接针对万历清丈而发的。然而,万历

清丈及造归户册,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屯军不足的问题。于志嘉认为,这次清丈至多在数字上

获得相当成效,实质上的耕种者多为余丁、佃户。⑦ 故还是给了瑶人和其他射利者从中操作获利

的可能。在顺治十五年 (1658)偏沅巡抚袁廓宇批示照中,可见扶灵瑶人对此的陈词:
万历九年,奉旨清丈田亩。所军陆续逃亡,止得二百三十八名。行坐有粮,屯田有余,

军少田多,无人承丈。蒙上怜猺种山糊口,堵贼征苦,屡获功报……议拨边山冲界屯军已

灭田亩,荒芜耽悮国赋,招给蚁猺承丈,以猺业养活妻孥,愈加力守。每石起科,编纳时

……载入鱼鳞册内。⑧

这份陈词中 “屯田有余,军少田多,无人承丈”,与隆庆朝吴?? 所面临的情况基本一致;
而承丈屯军已灭田亩,也增添了 “添军补所”前瑶人占耕军屯的可能性。只不过,载入鱼鳞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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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瑶粮究竟是属于永明县还是桃川所,却交代未明。乾隆 《田氏族谱》中收录了一份清初永

州府 “为垦悬赏示援例粮少苏良猺事”的告示,或可解开此疑问:
据永明县良民蒋朝京、蒋朝举等呈前事情称:猺自向化,住僻西粤边山五里,俵猺开

垦,籽粒猺粮叁拾六石,寄纳桃川所,每石叁钱,官征官解,纳粮免差。先朝万历九年,
蒋常康、蒋世胜仍报垦粮蒙上清丈五石五斗,蒋加平县报粮米一十九亩八分,两相上纳,
原纳官本,纳粮壹两六钱五分,许猺自行编造全书,猺田免丈轮纳无异。①

清溪瑶原承担36石瑶粮,以每石三钱的税额,缴纳到桃川所。后趁万历九年清丈之机,先由蒋

常康等认垦了卫所屯田五石五斗,蒋加平又在永明县申报税粮十九亩八分。这种处理方式再次

印证了前文所推测的,卫所系统是以籽粒粮为标准来计算屯田的多少,而州县系统则是以税亩

为单位,两者不容混淆,故曰 “两相上纳”。张海瀛通过对山西省万历清丈的研究也发现,都司

卫所不仅统帅军队,而且统管屯田、屯粮及其所属民人,乃是与布政司系统平行的另一个管辖

地亩和税粮的系统。② 由此推断,扶灵瑶人承丈的军屯田,应该是载入了桃川所的鱼鳞图册中。
据清初扶灵瑶人回顾,明代桃川所屯粮总共 “二千一百五十石”,瑶人承担了其中的 “三百一十

一石有零”,③ 比例并不算小。
当然,出于卫所和州县的兴衰存在不同步性,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清溪瑶人在永明县登

记的十九亩八分田,所应 “科粮一石六斗八升八合九勺”,却不亲自赴县缴纳,而是 “寄入十九

都七甲输纳”。结果时常遭受汉人甲长的欺骗,“不思额例,向素科派横甲”。至清初,他们终于

忍无可忍,改为亲自缴纳。④ 除此之外,还有瑶人置买民田的事例。前引勾蓝瑶族乡黄家村的道

光二十九年 《正堂示谕》称:“迨及万历间,加恩准买民业,钱粮只纳正供。”⑤ 所谓钱粮只纳正

供,指的是要按照民田则例缴纳赋税。相比于瑶粮每石只折银三钱的比例,民田则例要高很多。
万历三十一年扶灵瑶民莫平邦向知县恳赏帖照时特意强调,除原有的夏米秋粮外,瑶人 “续置

买民田,秋粮夏米税每石共派银壹两三钱肆分”。⑥ 明末古调残碑上亦载:“凡遇奉文加派辽饷及

杂差等项,遵例免派猺粮外,如猺家置买民田,□□□□□重究。”⑦ 明确了瑶人置买民田,不

得援例减免辽饷和杂差。之所以如此,本是为避免有人将民田混入瑶粮中缴纳。然而,一旦开

了瑶人置买民田之先例,即可导致民田混入瑶人正供而躲避杂差,亦为民人将田产寄在瑶人名

下提供了可乘之机,盖 “猺户皆输税免役,故规避者弊踵仍,情状百出,输纳愆期,逋负岁增,
率由于此”。⑧ 由于享有轻赋免役的优待,不少人甚至甘愿加入瑶籍。正如万历 《富川县志》所

云:“垂二百年来,吾民相率以其徭而鄙夷之,彼亦乐于供赋之轻,自甘为猺而不耻。”⑨

明末,随着矛盾累积和人地关系的紧张,围绕在瑶人、民人和军人之间以及瑶人内部的纠

纷层出不穷。其中最突出的是辽饷加派问题,古调村残碑有云:“事例每石纳粮银三钱,军需一

钱”。在原有基础上只增加一钱,本不算很重的负担,但 “钱有贵贱”,瑶人借口很难掌控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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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钱谷比率,还是提出了抗议。在 “减去每钱照时价纳钱伍十伍文”后,他们仍不满足,继

续向永明知县控诉 “州县佐领、卫所屯哨等官”的横征暴敛,终于换来 “辽饷等项民里军甲派

猺,军、民一体,猺把地方,奏例开免”的特权,自后 “地方奏例开兑猺户,或遇饷差,派在

通县民户”。① 此事在 《扶灵统纪》中也有记录,但说法略有不同:
天启五年,旗甲萧喜祥瞒县欺公舞弊,将猺屯混造入军屯,每石案栽军需一钱,希图

包收。八月,颁册入猺峒,勒石向收。心内不甘,蚁于十月奔鸣前府宪老爷段准批印照,
猺粮准亲上纳,不许奸军搅收及藉名科派,恩照犹存。②

这段材料中的 “府宪老爷段”当指永州知府段朴,确有其人,但其任职时间为天启七年 (1627)
至崇祯三年,如果真是天启五年发生的事,本应是其前任萧象烈来处理。③ 当中虽未直接提到辽

饷,但作为桃川所军人的旗甲萧喜祥,私自在瑶粮中每石暗栽军需一钱,并试图包揽以从中牟

利的行为,应是打着加派辽饷的旗号所为,故古调瑶人对州县佐领、卫所屯哨的控诉完全可以

直接安在他身上。非常巧合地是,在清溪 《田氏族谱》中也记载了这件事:“……突遭蠹所军吴

牛儿魍魎包收。猺于天启三年,本府奏告梁道爷,爷已经审给,方免汉人需索,照旧全三钱上

纳。”④ “梁道爷”也确有其人,应为湖南分守道梁鼎贤,然而,他在天启二年十月就调任湖北道

了,出任时间上有所出入,其后任倪朝宾天启三年十月才正式到任,⑤ 此说或可勉强说得过去。
清溪、古调、扶灵三种瑶人文献中不约而同地叙述了同一事件,相信绝不是巧合。而古调

村残碑已经基本可以认定为明碑,这或可让我们对 《扶灵统纪》和清溪 《田氏族谱》这类文本

多了几分信心。唯一让人心存疑虑的是,三瑶告状的对象竟然分别惊动了永州地区所有行政层

级的官员们:湖南分守道、永州知府和永明知县,且其履任期限与瑶人文书中所列的时间并不

一一吻合。

三、桃川所的裁撤与 “四大民瑶”的形成

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兵破武昌,横扫湖南各州县,之后湘南地区又被明总兵曹志建占据。⑥

顺治六年,孔有德 “遣左翼将军马蛟麟破走志建,永明始入版图”。⑦ 然而,在清初的二三十年

间,永明县 “一困于曹志建,又困于郝永忠,又困于吴三桂,烽烟相望”,⑧ 始终处于混乱状态,
直到 “三藩之乱”后才告一段落。

清王朝有自己的军事防御系统,但对前朝的卫所制度,却未马上取消,而是采取了过渡性

政策。就桃川所而言,顺治六年,悉行裁革该所千百户以及军人,“止议留门官四名,屯丁一百

二十名,供守城池差役之用,新设千总一员,管理本所屯饷”。枇杷所亦照同样办法加以处置。⑨

可见,卫所屯饷对于新王朝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康熙六年 《永明县志》中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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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川守御千户所,原额并新增壹百伍拾贰顷捌拾玖亩壹分二厘,俱坐落永明县,岁纳

子粒米壹千捌百贰拾六石玖升柒合玖勺。
枇杷守御千户所,原额并新增柒拾肆顷柒拾五亩,坐落永明县相半,岁纳子粒米玖百

叁拾伍石叁斗一升捌合陆勺。以上二所军需不入永明赋役全书。①

所载屯田数字与隆庆 《永州府志》中的相差不大,最关键的一点是 “二所军需不入永明赋役全

书”,这是因为卫所征收的籽粒同行政系统的州县征收的赋税在数量和方法上相距甚远,② 且短

期内难以统一协调。
卫所制度在清初虽然部分保留下来,但其总体改制却在所难免。瑶人也在军事系统和民政

系统的调适中重新寻找着自己的定位。他们首先要面临的是如何交税的问题,在康熙六年 《永
明县志》的田赋部分,专门列有 “瑶田”则例:

猺田五拾壹石五斗四升柒合五勺,本色不派外,折色猺粮叁拾石叁斗贰升壹合陆勺五

抄,每石折银肆钱五分贰厘五毫肆丝,该银壹拾叁两柒钱伍分陆厘玖毫柒丝陆忽九微柒尘

玖纤捌渺。民粮贰百贰拾柒石叁斗陆升伍合壹勺玖抄叁撮,每石照前民米则例,共折银贰

百陆拾玖两壹钱肆厘壹毫六丝壹忽九微九纤,每亩同前科夏税米该捌拾壹石六斗捌勺捌抄

玖撮壹圭玖粒。免丈猺田叁顷四拾四亩陆分叁厘,每亩科猺粮米伍升叁合伍勺,该科猺粮

米壹拾捌石四斗叁升柒合柒勺五抄,每石折银前照猺米则例,共银捌两叁钱四分叁厘柒毫

九丝九忽贰尘柒渺,每亩科夏税米壹升柒勺,该米贰石贰斗壹升四合五抄壹撮五圭。③

此处瑶田以粮额计,免丈瑶田以税亩计,按照前文的相关判断,应分别对应属于卫所的屯田籽

粒和属于永明县的田赋。道光 《永明县志》直接印证了这一点:该志明代田亩部分只列 “免丈

山耗猺田”一项,“三顷四十四亩有奇”;清代部分又增加了 “猺田,五十一石五斗四升七合五

勺”一栏。④ 而所增加 “瑶田”这一名目,明代尚阙,推测当时应该还属于卫所系统。另外,在

瑶田和免丈瑶田间还列了民粮一栏,恐怕与万历以后准瑶人置买民田有关。尤其应该注意的是,
所谓 “民米则例”指的是 “每石额征并新加颜料折银壹两壹钱捌分叁厘壹毫柒丝壹忽陆微捌尘

叁纤壹渺”,⑤ 税则要比瑶田和免丈瑶田则例 “每石折银肆钱五分贰厘五毫肆丝”重得多。瑶人

常将这一名目与 “瑶田”和 “免丈瑶田”混淆在一起,甚至有意淡化这一名目,以捞得免丈免

差的便宜。《扶灵统纪·县志粮》在抄写县志时就将夹在瑶田和免丈瑶田之间的民粮彻底删除

了。尽管如此,在光绪 《永明县志》中仍将 “瑶田”和 “免丈瑶田”与属于民田系统的 “田、
地、塘”及旧额 “屯田”并列,可见这一结构的长期稳定性。

既然瑶田这一名目原属明代卫所的登记系统,那么为何会单独出现在清初的 《永明县志》

中,而卫所屯饷却不入当时的永明赋役全书呢? 这种转变的契机还得从顺治间的 “所军欺瑶”
事件说起。鼎革之际,有一些专管桃川所收税的 “所书”,趁新任所官尚不明就里, “一石派银

柒钱叁分”, “连征三载之钱银”,⑥ 并 “诡飞暗粮四百二十二石有零”到瑶户身上。瑶户不服,
直接把诉状告到偏沅巡抚袁廓宇那里,请求开除浮粮, “照依旧例额征”,每石三钱。袁廓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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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肯定了瑶户们 “任土作贡,纳赋完粮”的良好记录,接着 “示仰上下四村猺人及道州永明军

民人户里胥通知,以凡猺粮许令猺民亲赴州县印官交纳,州县印官亲自秤收,给印信由票……
不许重派一毫使费,止收正额钱粮”。① 自此,瑶人可以亲自到县城缴纳税粮,瑶粮逐渐脱离卫

所系统,“瑶田”亦和 “免丈瑶田”一样进入永明县的赋役系统。
康熙二十七年,桃川所和枇杷所正式裁撤,② 结束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卫所改制期。自此以

后,虽然卫所屯田旧额依然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其原有辖境已不复存在,改编进入永

明县的里甲系统。道光 《永州府志》载:
永明县旧编民、猺,为里十有七。国初改为十二,今全书曰十四里,盖兼屯、里言之

也。③
这条材料较清晰地透露出,原来的卫所屯田已被完全纳入州县赋役体系,全县的里数也从清初

的12个增至14个,这也能反向证明,明代二所屯田与永明县民田的确曾分属两个不同的体制。
但必须指出,这还只是两个体系在形式上的捏合,康熙二十九年 (1690)遍布湖南全省的清丈

才是卫所体制彻底瓦解的润滑剂。瑶人的利益在这次清丈中面临严峻考验。由于免丈瑶田也被

纳入清丈范围,他们不得不全力争取免丈所有瑶田的权利:
缘蚁猺下山住居岭源,把守要隘,开立猺籍,原有猺田俱系坐落山冲岭谷,山高水险,

历来免丈。今奉上文清丈民间田亩,俱系原领籽粒猺粮,全书编载,原有免丈之例。蚁猺

自逐年自行完纳,不违抗欠,完粮免差,自祖额例到今无异。理合具并,伏乞仁恩太爷台

前赏准,批照给示晓谕图正等役,循旧免丈,庶小猺得以安心守隘,万古沾恩。④
瑶人显然是想将原属卫所系统的 “瑶田”,也按照其在永明县赋役体制内的 “免丈瑶田”所

享有的免丈之例,加以豁免。这一请求,似乎没遇到很大阻力,即由知县李月林直接批示:“免
丈猺田,原有旧例折免,遵照造册可也”,得以顺利通过。但这也使瑶人耕种土地中原本按照民

米则例缴纳赋税的民田部分,成为制度的灰色地带。更重要的是,自从有了全面免丈的权利后,
各瑶人村落对于各自田土四界的强调变得非常刻意:扶灵瑶将其势力范围的 “东西南北四至”
划分得非常详细, “凡内一概山场田地,给付蚁猺祖立籍”,⑤ 而原本其耕种纳粮的田土不过是

“隘口内外的小块地段”而已;⑥ 清溪瑶亦把四界定为 “东抵唐泽园水南,南抵岭源头,西抵小

右口岭,北抵大江岭”。⑦ 如此一来,不仅原来散落在这些地理范围内的刘村屯等从此销声匿迹,
各种瑶人文书中抄录的永乐二年印照等关键文件,亦相应地增加了一些直接因应于康熙二十九

年清丈的新内容。
不过,屯饷和民田在田赋则例上的固有差异并未在这次清丈中加以解决,这直接导致卫所

裁撤后,仍有部分原卫所的屯丁继续打着卫所旗号企图插手瑶粮缴纳。据清溪 《田氏族谱》载,
康熙末年,“恶蠹所军李楚明、王秉进、钱宗圣等不服猺人自行投柜”,额外 “需索闲丁册费等

银,每石勒银三分”。⑧ 有着丰富诉讼经验的诸瑶决定联合上告永明县,显示出与卫所系统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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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清关系的决心,知县李继熹批示道: “军猺各别,准照旧额,不得过派”。① 乾隆二年,桃川

所、枇杷所 “屯粮照民则减除”,② 自此,卫所势力渐渐退出永明县。
乾隆十九年,永明知县周泽奉命调查境内各瑶来历,所涉范围颇广,举凡 “湖南永明苗猺

从前是何苗裔部落,于何时归顺通贡,其苗猺人于何时设立土司,有无改土归流及历代以来沿

革原由并居处服食风俗物产土宜”等内容,皆无遗漏。然这些问题乃针对湖南全省而设,与永

明县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合。瑶长首德胜答曰: “猺民扶灵猺原系编民……历来并无设立土

司,只立猺长约束地方,亦无改土归流。”③ 可见,该县与南方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最大的分别

在于:只设瑶长,没有土司,更无改土归流。瑶长早在明后期即已出现,在清代其职责是 “每
年冬令地方官会同标营武弁亲巡其地,猺目具呈并无窝藏外匪汉奸切结及烟户丁口清册,官即

犒以酒肉花红,归钱粮报销”。④

清代永明县军事布防的格局与明代迥然不同,“置守弁于县城,拨分防于白象营、祖山冈诸

要害”。⑤ 驻防兵力较明朝大幅减少,祖山冈营额兵72人,白象营额兵76名,⑥ 加起来尚不足

150人。这种改变对当地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光绪 《永明县志》言:
若乾隆以前,上溯有明三百年弹丸之邑,营戍重叠,见者几疑处縻,不知地逼猺獠,

久觊伐山之利。迨乾嘉间,移把总驻县城,仅留白象、祖山二外委,尽撤防猺各垒。不二

十年,而生猺占山开垦,水源短缩,腴田变瘠,致地方官屡次会兵驱逐。⑦

客籍占居,遍于穷谷,伐山畬种,水源缩小,地利尽农事伤矣。⑧

由此看来,乾嘉间兵力的回撤收缩,成为生瑶下山占垦和客民大量涌入永明南境的直接原因之

一。此后,人地关系空前紧张,各种纠纷和冲突层出不穷。原来 “猺买猺业,免行投税,猺买

民业,照例投税”,但至清中叶,一方面 “客民、民人买猺业,伪造印契,争占猺业产”的现象

逐渐增多。⑨ 另一方面,瑶人置买民田而不纳契税的事例也不在少数。嘉庆间,知县顾烺岓 “令
猺一旦变改旧章,遽勒投税责比”,◈10 即瑶产过割如同民产一样,也需要投税。这本是为了制约

瑶、客间互相影射争占田产的对症良药,却遭到瑶人的强烈抵制,不得不又重新回复到 “猺买

猺产,无论年月远近,优免投税,如猺买民业,照例投税”的制度原点。◈11 民、瑶争产的事件于

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最终,这片宋元时代尚是山瑶木客的聚居之区,在清嘉道以后便被周

边涌进的人群开发殆尽。
伴随着人员的复杂,民瑶内部亦出现分化,这集中体现在生瑶和熟瑶划分标准的变化上。

清朝初年,永明县与大多数地区一样,曾以 “有户籍而轮税粮者为熟猺”、 “不供国课者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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猺”① 为标准来区分生、熟二瑶,据康熙 《永州府志》记载,当时具备 “洪武下山入籍”履历的

熟瑶支系竟达15个之多,② 并未显示出清溪、古调、扶灵、勾蓝四大民瑶的绝对优越性。直至

清中叶,四瑶另外制定了一套 “排他性”标准,才逐渐把另外9支熟瑶剥离出去,道光 《永明

县志·例言》云:
猺俗,旧合熟猺生猺,一概混杂,今将清溪、古调、扶灵、勾蓝四猺供税课、家诗书

者,别为熟猺,列入风土志后,余别为生猺。
供国课外,又增加了 “家诗书”这项苛刻的标准,从而把不符合条件的众多熟瑶群体排除

在外。所谓 “家诗书”,不单是指会识文断字和吟诗作赋,更重要的是要获得朝廷正式颁给的瑶

童身份,有着 “诗书传家”的深刻涵义。康熙五十四年,题准在湖南衡永宝辰郴靖六府州 “另
编字号,于正额外,酌取进一二名”童生,给这些地方的 “苗瑶”子弟特设学额。雍正三年

(1725),正式定议永明县瑶童为三名。虽然如此,但并非所有标榜为 “纳粮当差”的熟瑶都能

认识到读书的益处,能够自觉读书的永明县熟瑶子弟实属罕见。后因该县熟瑶子弟读书者甚少,
“猺童不过数人”,故只保留了一个名额,多余的两个名额被划拨到附近熟瑶教育程度较好的宁

远县。③ 据道光 《永明县志》记载,当时全县培养瑶童的新学只有两所,一在清溪,一在古

调。④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所新学所培养的瑶童们,相比那些没有识文断字能力的同龄人,日

益拉开 “文化”上的距离,并直接引致 “例准猺生一人附学籍,则惟清溪四猺得与考耳”文化

霸权的建立。⑤ 由此,四大民瑶逐渐与其他9支熟瑶划清界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族群认同方

式,与四瑶有关的各种文书也多在这一时期陆续 “定本”。如前文所引, 《扶灵统纪》和清溪

《田氏族谱》中所录官方告示对四瑶群体的强调,同样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自称和他称几乎同时

出现,绝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以此为契机,影响深远的 “四大民瑶”之说渐成雏形。
古调村一块同治十一年 (1872)的碑刻中,首次明确提出 “四大民瑶”的说法:“洪武九年

归化,封清溪、古调、扶灵、勾蓝为四大民猺,其所居为邑门户者,镇守湘粤隘口,最为得力,
为表彰其功,以示羁縻,每岁司犒花红牛酒,至朝恩尤厚”,⑥ 这标志着关于四大民瑶的历史建

构正式成型。

四、结　　论

本文所用瑶人文书大都成书于 “四大民瑶”正式形成前后的清乾嘉道三朝,具有较强的文

献指向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原封不动地用来研究明清时期永明县或桃川所的历史,获取

的只不过是 “四大民瑶”所制造的、片面的历史叙事而已。正因如此,笔者才另辟蹊径,在充

分了解 “瑶族文书”文献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先通过剖析与瑶人文书中记载所涉年代相近的官

方典章、地方志书和碑铭等史料,努力构建一个相对可靠的历史过程,再以之为基础,重新审

视瑶族文献的 “层累”和 “语境”。在这一原则下,瑶人文本中的 “守隘”说便可置于明初卫所

制度的推行,和军屯在当地社会的渐次渗透这一背景下加以理解,而 “县所两相报纳”亦可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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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出瑶人在卫所和州县的夹缝中找寻生存空间的复杂经历。
唐宋二朝对于南岭地区瑶民的控制长期处于相对松懈的状态,明初政府在永州府南部的永

明县设置卫所和巡检司彰显了王朝强化对该区域控制的意图。部分瑶人以 “垦耕把隘”的形式

逐渐转化成 “熟瑶”,他们通过对官方政治权威的认可与归附,获得一定的赋役优免权。宣德正

统后,随着卫所屯田制度的举步维艰,州县行政系统的介入程度日益增强,瑶人在卫所与有司

两大体制间寻找新的平衡,税粮的 “两相上纳”即是最突出的体现。无论 “守隘”、“编立瑶籍”
还是 “赋而不役”,皆非永明一地的孤立现象,而是在周边邻近区域,像富川、恭城等地普遍而

广泛存在过,且直接见于各种明代文献中。这些关键词乃是理解入籍瑶户与卫所、州县间发生

深刻互动的重要线索之一。虽然瑶人的历史记忆和口传习惯已经难以提供准确而可信的王朝系

年,来对应与之切身利益密不可分的承担卫所籽粒粮和州县赋税的具体时间,但对于 “瑶粮”、
“瑶田”的来历,他们却心知肚明。不过,为了现实利益的诉求,这些信息已被刻意地加工了。
然而,无论文本如何 “层累”,历史的细节均无法被全部复制或者删除,我们还是能够剥丝抽

茧,从四大民瑶的文书中获取一些有益信息,以加深对明代屯军与土著间利益消长、屯丁不足

后卫所和州县的应对之策等重大问题的理解。
入清以后,随着卫所的裁撤,围绕 “瑶田”、 “瑶粮”的归属和清丈实践,瑶人被更多地卷

入到地方行政体系中。在熟瑶群体内部 “瑶长”、 “瑶目”制度的常规化,既体现出其与西南边

疆地区土司制度不同的管理模式,亦与 “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殊途同归。乾嘉间,客民大量

涌入永明南境,民瑶的特殊利益遭遇冲击,“四大民瑶”的自我凝聚进程随之加快。他们通过构

建或修改既有的文本叙事,逐渐完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从 “垦耕把隘”到 “两相上纳”,再到

“诗书传家”的故事。这一故事既代表了 “四大民瑶”历史叙事的三个最重要阶段,亦将 “四大

民瑶”的形成过程再现出来。每一阶段,无论是从初立卫所到添军补所,还是从万历清丈到增

添学额,莫不体现出瑶户与官方制度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于 “民瑶”或者

“熟瑶”身份的最初选择,或多或少都会取决于其承担的 “差粮轻重”,但随着晋升渠道的畅通,
民瑶内部开始出现剧烈分化,这又为地方社会的进一步变迁和瑶人历史叙事的重新书写提供了

新的契机。

〔作者吴滔,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广州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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